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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 1995—2018 年我国对美国的出口数据, 利用双边贸易分解投

入—产出模型研究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对美出口的贸易伙伴在地理格局上的变迁、
出口产业升级和服务化特征等问题。 研究结果显示: 韩国、 日本、 中国台湾、 东盟、
美国、 澳大利亚、 德国始终是我国最重要的全球价值链伙伴; 亚洲全球价值链正逐渐

以中国市场为导向形成相对稳定的系统, 中国的出口平台地位明显降低; 我国对美出

口产品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明显提升, 进口中间品越来越多地被国内生产替代; 对美

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主要来自产品的服务化; 我国对美出口的全球价值链伙伴长期

稳定; 全球价值链产品的生产呈现出向中国集聚的趋势, 我国国内市场的引力成为抵

消 “去全球化” 离心力的关键因素; 服务化正在成为推动我国出口升级的最重要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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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亚洲的全球价值链 (Global
 

Value
 

Chain, GVC) 是在美国电子企业的推动下逐

渐发展起来的。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 由于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 美国政府鼓励企

业离岸加工,
 

制定了离岸加工组装优惠税收政策 (Offshore
 

Assembly
 

Processing / Pro-
vision,

 

OAP)①
 

,
 

Finger (1976) [1] 对相关法规进行了详细叙述; Yeats (1998) [2]

提供了与 OAP 相关的数据, 认为由于许多海外加工贸易在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下自动获得关税减免, 因此, 依据关税征收情况判断的海外加工规模会被严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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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欧洲共同体也制定了类似政策, 称出口加工税收减免安排 ( Outward
 

Processing
 

Relief
 

Arrange-
ments), 见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2473 / 86
 

of
 

24
 

July
 

1986。



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美国电子企业率先在新加坡建厂, 开始外包生产 (也称

垂直专业化)。
  

GVC 超越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范畴, 在李嘉图和赫克谢尔-俄林理论的框架

下, 技术、 劳动和资本均为静态, 企业只使用本国生产要素生产; 而 GVC 改变了这些

假设, 技术和资本可以跨境流动, 这使得传统贸易理论无效 (Baldwin
 

and
  

Robert -
Nicoud,

 

2014)[3] 。 要素跨境流动能够产生两方面效应: 一是国外要素流入可以改变东道

国企业的比较优势; 二是使用国外的技术、 资本和中间品可以节约发展中经济体的研发

时间和资源, 这是一些经济体快速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GVC 开始走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的 “黄金”

增长期, 西方国家 “反全球化”、 要求制造业回归的势头日趋高涨。 Constantinescu
等 (2015) [4] 认为, 导致 GVC 贸易增长减速的关键是中国等国家越来越多地使用

国内生产的中间品替代进口。 OECD (2018a[5] , 2018b[6] )认为, GVC 分工在 2008
年达到顶峰, 2011 年后多种原因使其增速放缓, 特别是中国和美国出口中的外国

增加值 (Foreign
 

Value
 

Added
 

, FVA) 占比出现下降①
 

。 除了国内中间品替代进口

外, Antras
 

(2020)[7] 还强调新技术 (如电子商务、 3D 打印和自动化) 革命对西方产业

回归的影响。
就在全球贸易减速时, 2018 年 7 月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启动了对华贸易战。 美国

采取的一系列关税限制措施表面上针对中国, 但实质上是要改变 GVC 格局, 使其朝着

以美国为中心的方向回归②。 2020 年初新冠病毒在全球传播, GVC 再次遭受打击。 2021
年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 不仅未表示要停止中美贸易战, 而且还寻找机会联合其他西方

盟国继续向中国施压。 这一系列重要变化使人们对 GVC 重新布局的关注达到了空前高

度。 在 GVC 条件下, 如要衡量贸易战和其他突发事件对贸易和 GVC 布局的影响, 就要

了解当今 GVC 贸易的整体组织结构及其变化的趋势特征。
本文以我国对美出口为对象, 采用王直等 (2015)[8] 提出的双边贸易分解投入-产

出模型, 利用整合后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World
 

Input
 

-
 

Output
 

Database, WIOD)
和亚洲开发银行数据库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中 1995—2018 年的最新结构

化数据, 研究亚洲 GVC 贸易的结构及升级趋势。 本文更加准确地定义了不同经济体在

中国对美 GVC 出口中所处的地位, 揭示了不同出口行业国内增加值 (Domestic
 

Value
 

Added, DVA) 占比上升的趋势, 并将这一趋势同跨国公司试图缩短全球供应链和我国

大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联系起来, 指出美国希望产业回归的愿望与 GVC 的发展趋势相

悖。 本文还发现, 我国对美出口中 DVA 的提高主要源于国内服务化的推动, 这一结论

也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开放提供了理论基础。 本文的研究弥补了现有 GVC 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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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些学者将 GVC 出现的变化与外商直接投资 (FDI) 的趋势综合起来, 称当时出现的变化为 “慢全球化”
 

。
据当时联合国的数据显示, 流入发达经济体的 FDI 在过去三年持续下降, 而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 FDI 却增长了 3%。
特别是中国, 外资流入势头稳定, 2018 年增长

 

3% (按美元计)。

 

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 2017 年 3 月在答记者问中表示, 美国政府的目的是实现 GVC “回
归”。 特朗普政府前首席战略家史蒂夫·班农也曾表示: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不是为了税收, 也不是为了进口商品的

关税水平, 而是为了使制造业的就业机会重返美国”。



侧重微观层面, 而对 GVC 整体、 行业结构与布局研究不足等问题, 有助于提高对中美

贸易战产生的影响的认识。

一、 文献回顾

(一) 全球价值链的定义及地理特征

Antras (2020) 给出了更准确的 GVC 定义, 将其区分为广义和狭义。 广义 GVC 是

指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分解成若干阶段, 其中至少有两个阶段的增加值在不同经济体完

成。 狭义 GVC 是指参与 GVC 的企业提供的中间品 (服务) 不同于传统的匿名和一次性

现货市场交易, 而是具有客户特殊定制的特征, 也称关系型 GVC。 关系型 GVC 条件下

企业之间的合作存在 “沉没” 成本, 因此, 供应商与主导企业之间的关系具有粘性。
根据 Antras 等 (2006)[9] 的估算, 美国大约一半以上的进口属于关系型, 全球范围内

这一比重达到 1/ 3。
GVC 贸易具有极强的地理特征, 主要集中在欧洲、 北美和亚洲三大区域。 早期

GVC 中, 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低, 通常的模式是发展中经济体从发达经

济体进口中间品, 加工后向发达经济体出口 (Hummels
 

et
 

al. , 2001)[10] 。 Daudin 等

(2011)[11] 、
 

Koopman 等 (2008)[12] 认为, 开放的小国 (如新加坡、 捷克、 卢森堡和爱

沙尼亚等) 在出口中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高于开放的大国 (如美国和日本等), 而

中国作为大国, 出口中的进口中间品占比明显偏高。 然而, 现有文献未能很好地解释中

间品贸易集中在中国和 GVC 企业主要在中国采购中间品的成因。
(二) 全球价值链的升级

西方学者大多关心 GVC 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 发展中经济体则更加重视如何提升

自身在 GVC 中的地位。 Park 等 (2013)[13] 认为, 发展中经济体为跨国公司提供外包服

务存在风险, 由于承接外包的企业一般专注于价值链的某一个生产环节, 因而缺少升级

的机会, 因此, 通过外包实现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的理由并不充分。 实际上, 类似观点在

发展中经济体十分盛行。 Ernst (2013)[14] 总结了中国台湾参与全球信息技术价值链存

在的问题, 包括企业附加值低、 技术
 

“低端锁定”、 难以发展自主品牌、 创新受到抑制、
环境成本等。 此类观点在国内文献中也比较普遍, 如吕越等 (2018)[15] 、 罗伟等

(2019)[16] 、 唐宜红等 (2018)[17] 、 范子杰等 (2016)[18] , 这些研究聚焦我国参与 GVC
的 “低端锁定” 效应, 并将低端参与视为主要特征。 与之相反, 中国的政府经济学家

则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他们更看重如何克服长期增长的瓶颈, 如隆国强等 (2003)[19]

认为加工贸易实现了外汇收入, 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是中国工业

化的新道路。
实际上, GVC 升级的概念十分模糊。 Gereffi 等 (2005)[20] 认为升级是一个综合过

程, 包括经济体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转移, 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

型和知识密集型提升, 产品从低端转向高端, 工人从低技能向高技能升级。 Humphrey
 

和
 

Schmitz
 

(2002)[21] 将升级分成四类, 即过程升级、 产品升级、 价值链内升级和产业

间升级。 根据东亚经济体的经验, Gereffi
 

(1999)[22] 认为升级依次是从原始设备组装到

原始设备制造再到原始设计制造和自主品牌制造。 一些文献把升级与比较优势联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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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更多地将升级解释成市场竞争的关键手段 (Humphrey
 

and
 

Schmitz, 2002; Giuliani
 

et
 

al. , 2005[23] ; Kaplinsky
 

and
 

Readman, 2001[24] )。 比较优势是动态的, 决定比较优势

转变的关键因素是技术水平和劳动者技能, 随着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水平提高和劳动者

技能的提升, 发展中经济体将逐渐在高技能生产环节占据优势, 升级也由此出现 (Park
 

et
 

al. , 2013)。
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讲, 升级还意味着产品单价提高, 也就是企业能够生产独特且具

有垄断性的产品。 Kaplinsky
 

和
 

Readman (2005)[25] 强调, 产品升级要同时考虑产品单

价 (增加值) 和市场份额的变化。 企业视角下, 升级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企业通过深层

次的专业化来获取更大利润; 而从经济角度看, 升级则更多地意味着多样化, 或者一国

(地区) 及一个产业能力的动态提升。 一个值得高度注意的问题是, Morrison 等

(2008)[26] 强调企业深化自身在现有价值链环节的生产能力比机械地拓展在价值链上的

覆盖面更为关键, 核心是企业要在本行业中专业化从事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
(三) 全球价值链与服务化

电子商务等数字平台的发展使企业参与 GVC 的成本降低, 物流管理效率提升, 因

此, 数字技术进步总体上会推动 GVC 进一步发展 (Antras, 2020; Fort, 2017[27] )。 近

年来, 服务在 GVC 中的重要作用被日益认可, 特别是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 制造业服

务化是产业升级和质量提高的重要标志 (Ariu
 

et
 

al. ,
 

2019)[28] 。 所谓服务化是指生产过

程中的服务含量, 不仅包括投入中的服务含量, 还包括产出中的服务含量 (Vandermer-
we

 

and
  

Rada, 1988[29] ; Gaiardelli
 

et
 

al. ,
 

2007[30] )。
现有文献的主流观点认为产品升级和技术复杂度与服务化存在着密切关系, 随着一

国 (地区) 经济的增长, 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将不断提升, 而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往往伴

随着服务投入的增加 (Aedo
 

et
 

al. , 2013[31] ; Lodefalk,
 

2017[32] ), Caron 等 (2014)[33]

由此指出, 随着一国 (地区) 经济的发展, 该国 (地区) 服务的收入弹性将超过商品

的收入弹性, 呈现出大于 1 的特征。 He
 

和
 

Findlay (2014)[34] 认为, 由于服务业的商业

存在对制造业提供的服务比重最高, 所以本国服务业占比与外资的开放度正相关。 将服

务从制造业 GVC 中分解出来十分困难。 OECD
 

(2013)[35]
 

估算了 40 个国家 (地区) 2005
年、 2008 年和 2009 年的贸易增加值, 包括出口总额中原材料、 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部门

的国内外增加值以及具体产业 (纺织业) 国内最终需求 FVA 和外国服务增加值。 刘维

刚和倪红福等 (2018)[36] 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 WIOD 数据相匹配, 将服务化分成

十大类, 估算了不同企业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
(四) 全球价值链贸易增加值的核算

GVC 贸易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分解产品中包含的 DVA 和 FVA。 现有文献对该问

题的解决方法有两种: 一是使用海关公布的细分贸易数据,
 

二是使用投入-产出法。 方

法一易于操作, 而且可以在更加微观的产品层面展开分析。
方法二将产品价值分解成国内外以及不同产业 (包括服务业) 的增加值, 该方法

包括两大分支, 第一分支是基于最终品的完全分解, 第二分支是基于出口品的分解。 在

第一分支中, Johnson 和 Noguera (2012)[37] 扩展了 Hummels 等 (2001) 的单国方法,
将其用于多国情形, 通过分解还原了贸易流中的增加值交换, 从而维持了传统贸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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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假设, 使理论得以继续应用。 同时, Timmer 等 (2013)[38] 从 “任务贸易” 角度

入手, 通过分解 GVC 收入, 将分解结果用于检验与 “任务贸易” 相关的理论。 上述方

法仅包括进口中间品价值, 未考虑其中包含的本国贡献价值和进口中间品在国内加工后

被用于其他国家的出口生产等情形。 因此, 将低估本国 GVC 的参与度。 另外, 该方法

假设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出口对进口中间品的需求强度相同, 忽视了进口关税对一般贸

易方式下中间品进口的抑制。 针对上述问题, 第二分支 (Koopman
 

et
 

al. , 2012[39] ; 王

直等, 2015) 首先考虑了不同进口方式下中间品的异质性, 使 Hummels 等 (2001) 的

方法成为特例。 根据 Koopman 等 (2012) 对 1997 年、 2002 年和 2007 年样本的估算,
FVA 占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比重约为 50%, 几乎是 Hummels 等 (2001) 估算结果的两倍。
Kee

 

和
 

Tang (2016)[4]
 

基于微观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其次, 在估算 GVC 参与度时,
不仅考虑了出口中包含的进口中间品, 还考虑了出口加工后再返回的中间品, 以及第三

国出口中间品的间接出口形式 (本国进口后在国内加工并出口)。
本文在核算中美双边增加值贸易时, 采用王直等 (2015) 的方法, 将 GVC 地

理格局和服务化升级问题拓展至我国对美出口。 王直等 ( 2015) 对 Koopman 等

(2014) [41] 的分解模型做了进一步扩展, 扩展后的模型可以对任何国家 (地区)
具体部门的出口产品中包含的各国增加值和不同行业的增加值进行分解, 因而, 更

加适用于行业层面上国家 (地区) 间双边出口增加值的分解。
综上, 早期为了了解 GVC 中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 对参与 GVC 的贸易伙伴组

合给予了一定重视, 但主要使用的是测度中间品贸易流量的方法, 且不同学者判定

的 GVC 组合差异较大, 并带有一定主观倾向, 采用的样本也多是全球金融危机之

前的数据。 多数关于 GVC 的研究主要关注效率、 收入效应和识别一国 (地区) 在

GVC 中的地位等静态问题, 对我国 GVC 地位的判断一般较为悲观, 没有足够重视

中国日益增长的大市场对 GVC 地理格局产生的特殊影响。 这些缺失不仅导致回答

外部冲击 (如美国加征关税) 造成的影响等问题时依据不足, 而且使得关于美国

加征关税产生影响的研究停留在国家间产业分工模式。

二、 模型和数据

(一) 研究方法和模型

王直等 (2015) 提出的双边贸易分解模型中的下标 s、 r、 t 和 u 代表国家 (地

区)。 为了便于解释公式和叙述, 本文称 s 国 (地区) 为双边出口贸易的第一方或

来源国 (地区), r 国 (地区) 为第二方或目的国 (地区), t 和 u 表示与上述双边

出口贸易相关的第三方 (指 s 和 r 以外的所有国家或地区)。 该模型把一国 (地区)
对另一国 (地区) 的出口分解成 16 个部分, 用 Esr 表示国家(地区) s 对国家(地

区) r 的出口, 具体可分解为以下 16 项:

Esr = VsBss) T( #Ysr + V( sLss) T# A( srBrrYrr) + V( sLss) T# A( sr∑
G

t≠s,r
BrtYtt) + V( sLss) T# A( sr

Brr∑
G

t≠s,r
Yrt) + V( sLss) T# A( sr∑

G

t≠s,r
∑

G

u≠s,t
BrtYtu) + V( sLss) T# A( srBrrYrs) + V( sLss) T# A( sr∑

G

t≠s,r
BrtY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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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sLss) T# A( srBrsYss) + V( sLss) T# A( sr∑
G

t≠s
BrsYst) + V( sBssVsLss) T# A( srXr) + V( rBrs) T#Ysr

+ (VrBrs) T# A( srLrrYrr)+ (VrBrs) T# A( srLrrEr∗) + ∑
G

t≠s,r
VtB ts) T( #Ysr + ∑

G

t≠s,r
VtB ts) T( # A( srLrrYrr)

+ (∑
G

t≠s,r
VtB ts) T# A( srLrrEr∗) (1)

公式 (1) 是对任意选取的 s 国 (地区) 对 r 国 (地区) 出口增加值进行分

解。 每项括号右上角的 T 代表转置矩阵的运算; “ #” 代表两个矩阵中对应元素之

间的数乘, 两个矩阵 (变量) 之间没有 “#” 或其他任何符号时, 表示正常的矩阵

乘积; 求和符号中的 G 代表国家 (地区) 总数; N 代表每个国家 (地区) 行业

(产品) 的部门数。 据此, 模型中各个变量定义如下:
Esr 为 N 行 1 列的出口矩阵 (具有 N 个元素的列矢量), 表示 s 国 (地区) 到 r

国 (地区) 的双边出口贸易; Vs 、 Vr 和 Vt 为具有 N 个元素的行矢量, 分别代表出口

国 (地区) s、 目的国 (地区) r 和第三国 (地区) 的各行业增加值系数 (本国或
本地区单位产出中的增加值); Bss 或 Brr 为 N 行 N 列矩阵, 代表全球列昂惕夫逆矩

阵中的 s 国 (地区) 或 r 国 (地区) 在生产过程中对本国 (地区) 产品的全耗系

数矩阵; Brt 为 N 行 N 列矩阵, 代表全球列昂惕夫逆矩阵中 t 国 (地区) 在生产过
程中对 r 国 (地区) 产品的全耗系数矩阵, Brs 和 B ts 也可做类似解读; Lss 或 Lrr 为 N
行 N 列矩阵, 代表本地列昂惕夫逆矩阵中的 s 国 (地区) 或 r 国 (地区) 在生产

过程中对本国 (地区) 产品的全耗系数矩阵; Asr 为 N 行 N 列矩阵, 代表 r 国 (地
区) 在生产过程中对 s 国 (地区) 产品的直耗系数矩阵; Ysr 为具有 N 个元素的列
矢量, 代表 r 国 (地区) 对 s 国 (地区) 生产的各种最终品的消费, Yrt 也可做相似
解读; Yrr 或 Ytt 为具有 N 个元素的列矢量, 代表 r 国 (地区) 或 t 国 (地区) 对本
国 (地区) 生产的各种最终品的消费; Xr 为具有 N 个元素的列矢量, 代表 r 国 (地
区) 的各行业产出; Er∗ 为具有 N 个元素的列矢量, 代表 r 国 (地区) 各行业出

口, 其与前面提到的 Esr 的关系为 Er∗ = ∑
G

r = 1
Ers 。

公式 (1) 中行业层面的双边贸易 Esr 被分解为 16 项, 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不

对每项含义做出说明。 公式 (1) 中的第 1-8 项为出口中包含的 DVA (s 国或地区的

增加值); 第 9、 10 项为出口中被重复计算的 DVA (核算时不计入); 第 11、 12、 14、
15 项为出口中包含的 FVA (s 国或地区以外的所有国家或地区的增加值); 第 13、 16
项为出口中被重复计算的 FVA①

 

。 GVC 条件下, 由于中间品重复过境导致以总值核算

贸易时被重复计算。 王直等 (2015) 将出口总值还原成增加值和 DVA 重复计算部分。
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 只需考虑出口中的 DVA 和 FVA 两部分。

(二) 数据说明

本文的数据主要基于 WIOD 和 ADB。 具体地, WIOD 数据库提供了 2013 版和

2016 版数据。 2013 版 WIOD 数据库提供了 1995—2011 年包含欧盟 27 个成员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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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研究需要, 把 16 项合并为 DVA、 DVA 重复计算、 FVA 和 FVA 重复计算等四大项, 公式 (1)
中等式右侧 16 项中每一项的具体解释请参见王直等 (2015)、 Zhi

 

Wang
 

et
 

al. (2013) 的研究。



其他 13 个主要经济体在内的世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 行业部门总数为 35 (基于

ISIC
 

rev. 3, 其中包含 19 个服务部门)。 2016 版 WIOD 数据库提供了 2000—2014 年

的世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 覆盖欧盟 28 个成员以及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 15 个主

要经济体, 行业部门总数为 56 (基于 ISIC
 

rev. 4, 其中 33 个为服务部门)。 此外,
ADB 扩展的 WIOD 数据库包含了更多的亚洲经济体, 覆盖了 2000 年、 2007—2018
年共 13 个年份的 62 个经济体的世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 行业总数和分类与 2013
年版 WIOD 一致。 在具体使用和分析时, 本文根据覆盖年份和国家 (地区) 的范

围综合使用基于以上三个数据库的计算结果。

三、 结果与分析

(一) 亚洲全球价值链伙伴的组合特征

早期判断 GVC 贸易伙伴主要采用的是中间品流动矩阵 (Baldwin,
 

2012[42] ; Baldwin
 

and
 

Lopenz-Gonzalez,
 

2015[43] ; Athulorala
 

and
 

Yamashita,
 

2006[44] ), 本文采用的增加值

方法能更准确地揭示参与我国对美出口的 GVC 贸易伙伴地理组合特征, 其重要意义

在于能够更确凿地判断美国加征关税对参与 GVC 经济体产生的潜在不同影响。 本文

的估算结果显示, 我国对美货物出口中, 提供 FVA 最多的是韩国、 日本、 东盟六国①
 

和印度。 此外, 美国、 澳大利亚和德国也是主要参与者。 以中国为平台, 这些经济体

的组合不仅构成了中国对美 GVC 贸易的核心网络, 实际上这也是亚洲 GVC 的核心。
样本期间, 韩国提供 FVA 的地位迅速上升。 1995 年, 日本的 FVA 最多, 其次

是美国, 韩国排在第三。 2004 年后, 韩国取代美国位居第二, 2014 年超过日本,
成为至今向我国提供 FVA 最多的经济体 (见表 1)。 与韩国形成对照的是美国的

FVA 地位不断下降, 1995 年位列第二, 2004 年被韩国取代, 2016 年被中国台湾取

代, 2017 年被东盟六国取代, 降至第五。 由此看出, 美国在中国对美出口的 GVC
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依靠其巨大的市场需求来支撑 GVC 运转, 而在供给侧上发挥

的作用并不显著。 2018 年向我国提供 FVA 位列前 6 位的经济体依次是韩国、 日本、
东盟六国、 中国台湾、 美国和澳大利亚, 合计占 FVA 总值的 44. 5%。

中国香港的情况比较特殊, 不仅从中国内地采购大量中间品, 而且是中国内地

最重要的中间品来源地。 2017 年, 中国香港从内地采购和向内地转销的中间品分

别为 1
 

291 亿美元和 2
 

486 亿美元②
 

。 尽管中国香港向内地大规模供应中间品, 但

其提供的 FVA 却很低, 如 2017 年和 2018 年中国香港的 FVA 仅排第 19 位, 可能的

原因是中国香港主要从事转口贸易, 对转口的中间品加工深度较低。 本文的研究结

果还显示, 澳大利亚、 俄罗斯和巴西等资源出口大国在我国对美出口中也发挥着重

要作用。 Baldwin 等
 

(2014) 认为这些经济体在 GVC 中的重要性主要是提供初级产

品投入, 本文的估算结果证实了这一观点。 如 2018 年澳大利亚在矿产品、 化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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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六国包括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和越南, 越南参与 GVC 较晚, 但融入 GVC
的速度引人注目。

 

数据来自 UN
 

Comtrade。



和金属制品方面为我国贡献的 FVA 最多; 俄罗斯和巴西也呈现类似特征, 尤其是

巴西在农产品、 食品、 纺织和皮制品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①。

表 1　 为我国对美货物出口提供 FVA的主要经济体

年份
我国对美

货物出口额
(亿美元)

韩国
(%)

日本
(%)

中国
台湾
(%)

东盟
六国
(%)

美国
(%)

澳大
利亚
(%)

德国
(%)

俄罗斯
(%)

巴西
(%)

FVA 占
比合计
(%)

2018 3
 

921. 71 10. 26 8. 14 7. 25 7. 03 6. 75 5. 10 4. 58 3. 40 2. 53 55. 04
2017 3

 

491. 60 10. 16 8. 64 7. 72 7. 01 6. 73 5. 04 4. 62 2. 99 2. 34 55. 25
2016 3

 

303. 07 10. 18 9. 21 7. 96 6. 72 7. 10 4. 91 4. 78 2. 31 2. 00 55. 17
2014 3

 

344. 24 8. 61 7. 27 6. 50 5. 89 6. 51 4. 36 4. 23 3. 34 2. 44 49. 15
2012 3

 

005. 96 7. 01 8. 04 5. 29 7. 11 6. 63 4. 30 3. 67 3. 72 2. 76 48. 53
2010 2

 

508. 69 7. 98 11. 57 6. 86 6. 15 7. 76 3. 97 4. 66 2. 74 2. 38 54. 07
2007 2

 

223. 27 8. 54 12. 38 7. 46 5. 73 7. 69 3. 07 4. 85 2. 65 1. 71 54. 08
2006 1

 

899. 39 8. 74 13. 34 7. 60 — 8. 19 2. 73 4. 22 2. 71 1. 54 49. 07
2004 1

 

175. 47 9. 69 15. 87 8. 70 — 8. 25 2. 31 4. 53 2. 11 1. 23 52. 69
2000 485. 46 8. 58 16. 63 8. 24 — 9. 12 2. 28 3. 69 2. 04 0. 75 51. 33
1995 402. 39 11. 67 21. 48 10. 30 — 11. 86 3. 00 4. 12 1. 50 0. 80 64. 73

注: 表 1 中数值=该经济体提供的增加值 / 我国对美货物出口的 FVA 总额。

总体上, 有大量经济体为我国对美出口提供增加值, 但 FVA 占出口的比重并

不高, 2015—2017 年, 我国对美单位货物出口的 FVA 占比平均值约为 15%。 可

见, 美国加征关税会使诸多经济体受到影响, 但对单一经济体的影响十分有限, 受

加征关税影响最大的是在我国境内为出口提供增加值的本土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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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对美出口的 DVA占比

注: 我国对美制造业出口中 DVA 占比=我国对美制造业出口 DVA / 我国对美制造业出口总额; 我国对

美货物出口 DVA 占比=我国对美货物出口 DVA / 我国对美货物出口总额。

(二) 我国对美出口的产品结构变化

我国对美出口的产品结构最突出变化是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明显提升, 资源和

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下降, 具体地, 一是电子电信设备取代纺织服装成为中国对美

出口的最大产品类别; 二是机器设备类产品的出口比重上升。 为具体分析我国对美

出口的产品结构变化, 本文按照 2018 年的出口规模将其划分成四组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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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服装类的行业代码是 C4, 本文将 C4 与皮制品和鞋类 (C5) 合并, 统称 C4。



表 2　 2018 年我国对美货物出口结构

分组 编号 出口产品分类 出口额
(亿美元)

FVA 占总
出口比重 (%) 提供 FVA 前 7 位的经济体

第一组
1 电子电信设备 1621. 9 19. 2 韩国、 中国台湾、 日本、 东盟、 美

国、 德国、 澳大利亚

2 纺织服装 654. 31 8. 7 美国、 东盟、 巴西、 韩国、 日本、
澳大利亚、 中国台湾

第二组 3 机器设备 342. 41 13. 4 日本、 韩国、 美国、 德国、 东盟、
澳大利亚、 中国台湾

第三组

4 其他制造品 296. 97 9. 1 东盟、 美国、 韩国、 日本、 澳大利
亚、 俄罗斯、 德国

5 金属及制品 237. 73 15. 4 澳大利亚、 俄罗斯、 美国、 日本、
东盟、 韩国、 德国

6 化工品 210. 63 12. 1 澳大利亚、 美国、 韩国、 日本、 俄
罗斯、 东盟、 德国

7 运输设备 207. 53 11. 7 日本、 德国、 韩国、 美国、 东盟、
澳大利亚、 中国台湾

8 橡胶塑料 112. 59 12. 7 美国、 韩国、 日本、 东盟、 澳大利
亚、 德国、 中国台湾

第四组

9 非金属矿产品 70. 78 11. 8 澳大利亚、 俄罗斯、 美国、 东盟、
日本、 韩国、 德国

10 食品饮料 62. 81 6. 3 美国、 巴西、 东盟、 澳大利亚、 日
本、 韩国、 德国

11 纸和纸浆 36. 79 10. 9 美国、 东盟、 日本、 韩国、 澳大利
亚、 俄罗斯、 巴西

12 木材及制品 32. 53 9. 8 美国、 东盟、 澳大利亚、 俄罗斯、
日本、 韩国、 德国

13 焦炭与炼油 17. 87 19. 2 澳大利亚、 俄罗斯、 巴西、 美国、
东盟、 日本、 韩国

14 矿产品 11. 99 9. 0 澳大利亚、 俄罗斯、 美国、 日本、
韩国、 东盟、 德国

15 农产品 4. 89 4. 2 美国、 巴西、 澳大利亚、 东盟、 韩
国、 日本、 俄罗斯

对美货物出口总额 3
 

921. 70 14. 4 韩国、 日本、 中国台湾、 东盟、 美
国、 澳大利亚、 德国

　 　 注: 东盟指东盟六国。

第一组包括电子电信设备和纺织服装两大类产品 (出口额介于 500 ~ 1
 

700 亿

美元之间)。 纺织服装是 1995—1998 年我国对美出口额最多的产品大类, 这期间出

口额在上升, 占我国对美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却在下降 (从 34%降至 27%)①。
1999 年我国对美出口产品结构出现升级, 电子电信设备的出口额开始超过纺织服

装, 直到 2018 年, 电子电信设备的出口额始终位居第一, 增至 1
 

621. 9 亿美元,
占我国对美货物出口总额的 41. 4%。 而位列第二的纺织服装对美出口额仅为

654. 31 亿美元, 占比降至 16. 7%。 2018 年电子电信设备单位出口中 FVA 占比为

19. 2%, 略高于 14. 4%的各类产品平均水平。 韩国、 中国台湾、 日本、 东盟六国、
美国和德国是为我国电子电信设备出口提供 FVA 较多的经济体。

第二组为机器设备大类产品 (出口额介于 300 ~ 500 亿美元之间)。 1995 年该

类产品对美出口额仅为 16. 67 亿美元, 位居第六; 2010 年, 出口额增至 219. 41 亿

美元, 成为第三大类出口产品。 中美贸易摩擦并未对该类产品的出口造成太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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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WIOD 数据计算得出。



响, 2017 年和 2018 年的出口额进一步升至 306. 48 亿美元和 342. 41 亿美元, 但单

位出口中 FVA 占比却下降至 13. 4%①。 对该类产品出口提供 FVA 较多的是日本、
韩国、 美国、 德国、 东盟六国、 澳大利亚等经济体。

第三组包括其他制造品、 金属及制品、 化工品、 运输设备、 橡胶塑料等五类产

品 (出口额介于 100 ~ 300 亿美元之间)。 从该组产品对美的出口规模排位来看, 金

属及制品、 橡胶塑料的排位在下降, 化工品、 运输设备的排位在上升。 金属及制品

由 1995 年的第三位降至 2018 年的第五位; 化工品从 1995 年的第八位升至 2018 年

的第六位; 我国运输设备对美出口起步较晚, 但发展速度很快②, 由 1995 年的第

十四位跃至 2018 年的第七位③。
第四组包括七类产品, 依次为非金属矿产品、 食品饮料、 纸和纸浆、 木材及制

品、 焦炭与炼油、 矿产品、 农产品 (出口额小于 100 亿美元)。 这组大多是资源密

集型或土地密集型产品。 该组产品的特征是对美出口中包含的 FVA 较高, 如焦炭

与炼油的 FVA 占出口额的 19. 2%, 达到了对美出口产品大类中 FVA 占比的最高

值; 为焦炭与炼油出口提供 FVA 较多的是澳大利亚、 俄罗斯和巴西。 与此相反,
食品饮料和农产品等出口则主要依赖国内投入。

 

由上述分析可知, 日本和韩国为我国对美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焦炭与炼

油、 金属及制品外, 2018 年这两国在我国对美出口的 FVA 中均位列前五位 (见表

2)。 同时, 美国也是我国对美出口中 FVA 的重要贡献者, 2018 年美国在 6 类出口

产品中的 FVA 均位居首位 (共 15 大类)。
(三) 我国对美出口产品的 DVA 上升

Constantinescu 等 (2015) 最先注意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 世界贸易出现了

结构性变化, 其显著特征是中国等经济体越来越多地用本地生产的中间品替代进口

中间品, 导致这些经济体出口中的 DVA 占比上升, 对国际市场中间品的需求减少,
全球贸易增速减慢。 本文的估算结果与上述发现基本一致。

根据本文估算, 1995—2018 年, 我国对美出口中的 DVA 占比经历了 N 形变化

过程 (见图 1), 1998 年前 DVA 占比呈攀升态势, 1998 年达到峰值, 随后开始下

降, 2004 年以后又开始升高。
20 世纪 90 年代, 我国对美出口规模较小, 参与 GVC 的程度也较低, 更多依

赖国内资源来扩大对美出口, 因此, 该时期 DVA 占比较高。 本文估算的 15 大类出

口产品中, 金属及制品、 化工品、 运输设备、 橡胶塑料、 非金属矿产品、 食品饮

料、 纸和纸浆、 矿产品、 农产品等九类产品的 DVA 占比在样本初期都表现出这一

特征 (见图 2 中的图 2-1 至图 2-4)。 2001—2004 年是我国对美出口的高速增长

期, 出口规模不断扩大。 短期内仅凭国内要素投入无法支撑出口高速扩张, 必须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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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WIOD 数据计算得出。
运输设备包括汽车、 拖车和半托车、 其他运输设备。

  

2018 年上半年特朗普政府对我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后, 我国运输设备对美出口开始下降。 根

据全球贸易数据库 (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WITS) 统计, 2019 年我国对美运输设备出口下降

24. 3%, 从 2018 年的 230. 26 亿美元降至 174. 33 亿美元。



助国外要素的支持。 我国的经验证明在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的情况下, 借助国外资源

可以克服国内资源瓶颈, 抓住正在出现的市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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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第一组大类产品我国 DVA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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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第二组大类产品我国 DVA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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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第三组大类产品我国 DVA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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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第四组大类产品我国 DVA占比

在 2004 年这个重要转折点后, 我国对美出口中的 DVA 占比由降转升, 2014
年基本回升到 2001 年的水平, 2016 年达到峰值。 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包括三

个方面: 其一, 跨国公司调整了全球供应链长度, 即放弃远距离提供中间品的模

式, 选择在我国境内进行投资和生产 (Stank
 

et
 

al. ,
 

2014) [45] ;
 

其二, 我国本土企

业在学习过程中提升了生产中间品的能力, 可以替代进口中间品; 其三, 我国加工

贸易出口的变化, 进口中间品减免关税使得加工贸易出口中的 DVA 低于一般贸易

出口。 因此, 当我国加工贸易的出口占比下降时① (见图 3), 一般贸易出口占比

上升, 结果是 DVA 占比上升。
从产品结构来看, 2004—2017 年间, 我国对美出口的 15 大类产品的 DVA 占

比都在上升 (见图 4)。 提升幅度最大的是电子电信设备 (上升近 1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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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我国针对加工贸易实施了更加严厉的限制措施, 同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占比开始明显萎缩,
恰好与我国对美出口中 DVA 占比提升相吻合。



图 3　 我国对世界和对美国出口中的加工贸易占比

2017 年达 80%①。 提升幅度位列第二的是纺织服装, 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具有较强的

比较优势, 2004 年的 DVA 占比就已高达 81%, 高于焦炭与炼油、 化工品、 橡胶塑

料, 与机器设备、 金属及制品、 纸和纸浆接近, 2017 年该值进一步上升至 91. 6%,
进入高 DVA 行列。 DVA 占比增长较慢的是矿产品、 农产品、 焦炭与炼油、 金属及制

品。 我国对美出口中农产品 DVA 比例最高
 

(2004 年为 92. 3%, 2017 年达 96%)②, 几

乎出口所需的全部中间品投入都来自国内。 DVA 占比增长最慢的是矿产品, 与农产

品类似, 这类产品出口中的增加值主要来自国内, 可见, 这类产品出口的国际化进程

十分缓慢, 其缺陷是出口耗费大量国内资源, 产业发展缺少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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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7 年我国对美出口产品的 DVA占比变化

注: 图 4 中数值是以 2004 年为基期, 2017 年 DVA 占比增加的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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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WIOD 的数据计算得出。

 

根据 WIOD 的数据计算得出。



上述分析涉及两个与中美贸易摩擦相关的问题: 一是我国经济是否过度依赖国

际市场? 2015—2017 年间, 我国对美货物单位出口 DVA 占比均值超过 85%, 该值

在正常贸易风险下并不低, 因此, 我国出口中 DVA 较低不是普遍现象。 我国高度

依赖 FVA 的是电子产品和大宗初级产品。 据世界贸易组织 ( WTO) 统计, 我国

高度依赖进口且面临供给中断风险的产品主要包括半导体零件、 石油、 铁矿石和

天然气等。 此外, 虽然大豆和肉类等农产品进口额相对较低, 但对国内市场十分

敏感, 以上这些产品的进口占比约为 35%, 在风险可控范围内。 二是美国加征

关税对我国境内企业和跨境提供中间品的境外企业产生的影响是否相同? 我国对

美出口的增加值主要来自国内, 因此, 美国加征关税对我国境内企业的影响大于

境外企业。 此外, 我国对美出口 DVA 占比上升还意味着我国的出口平台地位相

对降低, 外商投资企业日益将更多生产环节转移至我国境内①。
 

因此, 为了规避

美国对我国加征关税的壁垒, 我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会选择将更多产品在我国

销售。
 

(四) 我国对美出口的服务化趋势

本文将我国对美出口的 DVA 分解为国内制造业增加值、 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和

国内其他行业增加值三部分。 从我国对美货物出口来看, 2004 年的 DVA 中服务业

和制造业占比分别为 23. 2%和 64. 1%。 此后, 服务业占比逐年增加, 2014 年升至

29. 8%, 2017 年达 32. 1%, 2018 年略降至 31. 6%。 相比之下, 制造业占比不断降

低, 2018 年降为 54. 1% (见图 5)。 同期, DVA 中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占比增幅较

小。 所以, 我国对美出口的 DVA 上升主要源于国内服务业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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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我国对美货物出口的服务化趋势

注: 其他行业包括农业和采矿两个部门。 制造业包括食品饮料、 纺织服装、 木材及制品、 纸和纸浆、 焦炭与

炼油、 化工品、 橡胶塑料、 非金属矿产品、 金属及制品、 机器设备、 电子电信设备和其他制造品等 13 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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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韩国进出口银行的调查结果显示, 1995 年韩国只有 2. 3%的在华投资企业以中国市场为导

向, 2005 年该比例上升至 23%, 2016 年提升至 82. 3%。 据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统计, 美国在华投资企业

的生产中, 82%在中国销售, 12%出口到其他地区, 6%返销美国。



从我国对美制造业总体出口来看①, 1995—2004 年, DVA 中服务业占比变化

很小, 2004 年为 23. 24%; 随后十余年间服务化进程加快, 2015 年占比逾 30%,
2017 年达到峰值 32. 1%, 2018 年略微回落至 31. 9% (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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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我国对美制造业出口的服务化趋势

从我国对美出口的 FVA 与 DVA 中包含的服务来看 (见图 7), FVA 中的服务

化程度高于 DVA, 但差距在缩小, 说明我国对美出口中, 进口投入的服务化程度

与技术复杂度高于国内投入。 FVA 中服务业占比一般介于 34. 6%—39. 7%之间, 而

DVA 中服务业占比则在 21. 9%—32. 1%之间。 二者在变化趋势方面, DVA 中的服

务业占比提升明显快于 FVA。 2004—2018 年间, DVA 中服务业占比增加了 8 个百

分点, 而 FVA 中服务业占比仅增加了 1. 4 个百分点。 由此可以推断, 我国对美出

口服务化水平的提高主要源于国内服务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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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我国对美出口中的跨境服务增加值与国内服务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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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美出口的货物覆盖 15 个部门, 除农业和采矿两部门外, 其余 13 个部门统称制造业, 详见图 5
注释。



从我国对美制造业出口部门来看, 2004—2018 年间各部门 DVA 中的服务化程

度均有所提升, 但部门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DVA 中服务业占比提升最多的是电子

电信设备。 2004 年我国对美制造业出口 DVA 中的服务化程度不高, 居于首位的非

金属矿产品 DVA 中服务业占比低于 30% (见表 3)。 出口规模最大的电子电信设备

DVA 中服务业占比仅为 25. 86% (第四位), 但该类产品 DVA 的服务化程度提升较

快, 2014 年 DVA 中服务业占比超过 30%, 2018 年达 35. 87% (第一位)。 此外,
运输设备和机器设备 DVA 中的服务化程度提升也较为明显, 而非金属矿产品、 金

属及制品、 化工品 DVA 中的服务化程度却在相对下降。

表 3　 我国对美制造业出口 DVA中的服务业占比
 

(单位:%)

序号

2004 年 2009 年 2014 年 2018 年

部门
DVA 中服
务业占比

部门
DVA 中服
务业占比

部门
DVA 中服
务业占比

部门
DVA 中服
务业占比

1 非金属矿产品 26. 87 电子电信设备 29. 88 电子电信设备 33. 20 电子电信设备 35. 87

2 金属及制品 26. 15 运输设备 28. 34 运输设备 31. 96 运输设备 34. 31

3 化工品 25. 86 机器设备 27. 07 机器设备 30. 88 机器设备 32. 88

4 电子电信设备 25. 86 化工品 27. 03 化工品 30. 51 金属及制品 32. 63

5 运输设备 24. 66 金属及制品 26. 44 金属及制品 30. 19 化工品 32. 61

6 机器设备 24. 66 非金属矿产 26. 32 橡胶塑料 29. 94 橡胶塑料 31. 92

7 橡胶塑料 23. 34 橡胶塑料 26. 08 非金属矿产 29. 11 非金属矿产 31. 45

8 纸和纸浆 23. 28 纸和纸浆 23. 14 纸和纸浆 27. 31 纸和纸浆 29. 06

9 焦炭炼油 22. 51 焦炭与炼油 21. 93 纺织服装 26. 72 纺织服装 28. 07

10 纺织服装 20. 92 纺织服装 21. 71 焦炭炼油 24. 46 焦炭炼油 26. 77

11 木材及制品 19. 60 木材及制品 18. 55 食品饮料 20. 83 木材及制品 21. 91

12 其他制造品 16. 09 食品饮料 17. 78 木材及制品 20. 69 食品饮料 21. 65

13 食品饮料 15. 77 其他制造品 16. 62 其他制造品 20. 45 其他制造品 21. 51

2004—2018 年期间, 批发部门在我国对美制造业出口 DVA 中贡献最多, 金融

部门在 DVA 中的提升作用最多 (上升 5. 3 个百分点), 而水运、 水电气和房地产

在 DVA 中的占比降幅比较明显, 其中, 水运和房地产在 2018 年已不再位列前五

(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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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我国对美制造业出口 DVA中的服务业占比变化
 

序号 部门
2004 年 DVA 中
服务业占比

(%)

2018 年 DVA 中
服务业占比

(%)

增幅
(百分点)

1 批发 4. 53 8. 03 3. 5
2 水电气 3. 84 2. 36 -1. 48
3 租赁与其他商务服务 2. 84 4. 23 1. 39
4 水运 2. 75 0. 55 -2. 2
5 房地产 2. 58 1. 34 -1. 24
6 酒店餐饮 1. 37 0. 86 -0. 51
7 航空 1. 09 0. 14 -0. 95
8 零售 0. 94 1. 66 0. 72
9 陆运 0. 90 2. 74 1. 84
10 金融 0. 87 6. 12 5. 25
11 社会个人服务 0. 75 1. 57 0. 82
12 健康与社会工作 0. 18 0. 08 -0. 10
13 邮政 0. 17 0. 77 0. 60
14 教育 0. 17 0. 18 0. 01
15 运输辅助服务 0. 16 0. 69 0. 53
16 建筑 0. 07 0. 27 0. 20
17 公共管理与社保 0. 05 0. 28 0. 23
18 维修与保养 0. 00 0 0. 00
19 家庭服务 0. 00 0 0. 00

　 　 注: 增幅 (百分点) = 2018 年 DVA 中服务业占比-2004 年 DVA 中服务业占比。

四、 结论与启示

过去 30 余年, 为我国对美出口跨境提供中间品的经济体有较强的地理特征,
主要集中在我国周边地区, 其中韩国的地位最为突出。 2018 年, 为我国对美出口

提供 FVA 最多的经济体依次是韩国、 日本、 东盟六国、 中国台湾、 美国、 澳大利

亚和德国, 这 7 个经济体合计占我国对美货物出口 FVA 总值的 72%, 中国与这 7
个经济体的组合构成了亚洲 GVC 网络的基础。

我国对美出口的 DVA 占比经历了 N 形变化过程, 1998 年达到峰值, 之前呈攀

升态势, 随后下降, 2004 年后又开始提高, 从 74. 6%提高至 2017 年的 85%。 实际

上, 我国对美出口单位 DVA 的变化也代表了我国整体出口行业 DVA 的变化趋势。
我国出口品的单位 DVA 提高可能基于本土企业进口替代能力增强, 也可能源于跨

国公司试图缩短全球供应链, 使价值链生产环节在地理上的分布出现向我国集聚的

趋势。 这一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含义: 首先, 我国作为亚洲 GVC 出口平台的作用

在下降, 中间品进口逐渐被国内生产取代; 其次, 国内生产替代中间品进口导致我

国中间品进口需求减少, 这可能是全球贸易减速的重要原因之一。
出口产品结构改善是我国对美 GVC 贸易的又一特征。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

技术密集型的电子电信设备的出口超过纺织服装, 成为我国对美出口的第一大类产

品。 此外, 机器设备和运输设备对美出口地位明显提升, 而资源密集型的橡胶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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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非金属矿产品的地位下降。 从行业分布来看, 我国对美出口中 DVA 占比高的

主要是技术复杂度相对低的资源密集型产品, 如农产品、 食品饮料、 纺织服装、 矿

产品、 其他制造品、 木材及制品等。 DVA 占比相对低的主要是技术复杂度或对进

口投入依赖程度相对高的产品, 如电子电信设备、 焦炭与炼油等。
本文结果还表明, 近年来我国对美出口 DVA 占比提高主要由服务业驱动。

2005 年后我国对美制造业出口的服务化进程加快, 2018 年 DVA 中服务业占比达

31. 9%。 由此不难看出, 我国扩大制造业投资开放应与扩大上游生产性服务业开放

同步进行, 这样可以延长价值链在国内的长度, 促进产业升级。
本文的结论有助于深入分析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影响: 其一, 美国对从我国进口

的产品加征关税直接影响着亚洲 GVC 网络的稳定, 由于我国对美出口的增加值绝

大部分由境内企业完成, 因此, 我国境内为出口提供增加值的企业损失较大, 跨境

提供出口增加值的外国企业受损相对较小, 由此可见, 在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的

双重冲击下, 稳定 GVC 最重要的是稳定我国境内的外资出口企业; 其二, 从出口

产品结构角度看, 多数 DVA 占比高的行业出口规模 (除纺织品外) 明显小于 DVA
占比低的行业, 因此, 这些国内企业的压力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其三, 我国

对美出口产品中 DVA 占比普遍上升反映出 GVC 的生产环节已向中国集聚, 但外资

企业是否撤离中国, 取决于我国大市场效应和美国加征关税效应的对比, 如果前者

大于后者, 外资企业会继续在我国集聚, 不仅如此, 在美国加征关税的压力下, 一

些外资企业还会进一步放弃出口, 转向在我国国内销售, 因此, 在中美贸易冲突日

益加剧的特殊时期, 我国大市场的优势变得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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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VC
LIN

 

Guijun　 WANG
 

Fei　 REN
 

Liang　 PEI
 

Jiansuo
Abstract:

 

The
 

paper
 

employs
 

the
 

bilateral
 

trade
 

decomposition
 

input-output
 

model,
 

with
 

the
 

data
 

of
 

China􀆳s
 

exports
 

to
 

the
 

US
 

from
 

1995
 

to
 

2018,
 

to
 

investigate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global
 

value
 

chain
 

partners,
 

trend
 

of
 

upgrading
 

and
 

servitization
 

features
 

of
 

the
 

exports
 

to
 

the
 

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VC.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uggest:
 

Korea,
 

Japan,
 

China
 

Taiwan,
 

major
 

ASEAN
 

members,
 

the
 

US,
 

Aus-
tralia

 

and
 

Germany
 

remain
 

consistently
 

to
 

be
 

China􀆳s
 

most
 

important
 

global
 

value
 

chain
 

partners.
 

Asia􀆳s
 

global
 

value
 

chains
 

have
 

gradually
 

formed
 

a
 

stable
 

system
 

of
 

network
 

with
 

China
 

as
 

a
 

leading
 

role
 

while
 

China􀆳s
 

position
 

as
 

an
 

export
 

platform
 

is
 

reduced.
 

The
 

pro-
portion

 

of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China􀆳s
 

merchandise
 

exports
 

to
 

the
 

U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dicating
 

a
 

trend
 

to
 

substitute
 

imports
 

with
 

domestically
 

produced
 

intermedi-
ate

 

inputs.
 

The
 

increase
 

in
 

the
 

share
 

of
 

domestic
 

value
 

added
 

is
 

driven
 

mainly
 

by
 

the
 

ser-
vitization.

 

China􀆳s
 

global
 

value
 

chain
 

partners
 

of
 

the
 

exports
 

to
 

the
 

US
 

remain
 

constantly
 

stable. The
 

produc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
 

goods
 

tends
 

to
 

relocate
 

into
 

China
 

and
 

the
 

appeal
 

of
 

China􀆳s
 

domestic
 

markets
 

becomes
 

a
 

key
 

factor
 

of
 

the
 

centrifugal
 

force
 

which
 

will
 

offset
 

the
 

deglobalization.
 

Servitization
 

is
 

becoming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o
 

push
 

China􀆳s
 

export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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